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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林教授等的著作《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

行，这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重要成果，“为简牍学研究开启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是

浩瀚繁杂的史料研究中的一颗夺目宝石。

《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除去《前言》和《后记》共八章内容。“以出土简牍文书为

主要研究对象，与传世文献比较，与中外历史中的同类事物比较，与当代中外的同类事物比较。该书

按问题边比较，边议论。比较包括参证，参证在于同，比较在于异同。比较异同，比较发展程度，务求

深透。深入分析原因和影响，探索发展历程和规律，弘扬祖国文化”，这是李教授在《前言》中对该书

写作宗旨的阐释。本着这一宗旨，这部著作对学科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研

究，其论说独立，观点新颖，不落俗套，充分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简牍研究功底。同时，这部著作对一些

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做到了以史为据翔实考证，对史料的应用力求准确，该书所征引的简牍文献多

达 ２８ 万字以上，在科学研究日益浮躁的现实背景下，这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李教授等人对前人的观
点不盲从、有创见，恰当的分析和论述使本书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比如之前的学

者往往把反映战国晚期审计活动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定为秦汉时代，李教授则持有不同看法。在该

书第二章他就证明睡虎地 １１ 号墓竹简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法规，“反映的内容显然属于战国晚期，不
应看成是统一后的秦朝”。学术争鸣是好事，也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推动审计史研究向纵深阶段

发展的必经之途，李教授等人能够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多方印证、阐释，体现了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成果也为审计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本文仅以该书第七章《简牍审计史料比较研究》为例来谈谈李教授等的

贡献。

我国较早出版的古代审计史著作，如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文硕的《世界审计史》、李宝震等

的《中国审计简史》、方宝璋的《中国古代审计史概论》等，为我国审计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学者们

多是从经济、管理、会计等角度对监督中的大量审计史料进行研究，且并不够深入，而李教授从审计的

视角对简牍中的大量审计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挖掘，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七章《简牍审计史

料比较研究》中的很多研究结论卓有创见，为审计学科及审计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支持。

·９０１·



王海兵：审计史研究的开拓性成果

李教授等通过对《周礼》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周朝审计组织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并认为司会

审计和宰夫审计分别是内部审计和国家审计的鼻祖。他们追根溯源，进一步提出内史审计是独立于行

政系统之外的国家审计雏形这一新的看法，归纳提炼了内史审计的特点，丰富并充实了现有的审计史研

究，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于某些专家依据“宰夫爵位是下大夫，位居司会之下”而认定其“地

位还较低，因而权威性还不高”的观点，李教授认为值得商榷。他指出，宰夫虽为下大夫，但与司会不存

在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相反，由于宰夫隶属“冢宰之贰”的小宰，因而其权威性较高。他还以上大夫和

西汉稽查官职来引证了该观点。这种观点很新颖，论述严密，令人信服。此外，李教授对金文与西周审

计组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金文证实了《周礼》记述的审计机构，这一结论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

第七章第二部分对我国古代的审计依据和审计方式进行了研究，引用了大量鲜活的史料佐证推

陈出新。例如在对审计依据的研究中，作者认为我国早期审计的有关法律制度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并

对魏国的《法经》、秦国的《秦律》进行研究评价，具有系统性和创新性。李教授认为，汉代的《汉律》

将上计的规定单列一篇，即《上计律》，该律已佚，他希望将来地下出土的简牍能够重现《上计律》。这

体现了李教授真切务实的研究态度。其后，李教授论证了我国早期曾采用听证、查账、查询法、比较分

析法、随机抽样法和分析性复核法等审计方式和方法，这些论证令人耳目一新。李教授还论证说明了

财政财务收支审计、财经法纪审计和经济政绩审计等三种审计形式当时均已出现，定期审计和不定期

审计相结合也已出现，这也为我们认识古代丰富多彩的审计活动打开了一扇窗。

第七章第三部分从审计通知、审计账簿及实物、报表审计、审计结果、审计调账等方面研究了汉简

中的审计活动，包括审计通知、审计账簿及实物、报表审计、审计结果、审计后调账，研究具有系统性，

也证明了当时的审计活动多姿多彩。这些结论多有创见，为我国审计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内部控制制度是审计工作的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内部控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国内外学术界流行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上个世纪 ４０ 年代产生，内部控制是工业革命和大机
器作业的结果”。第七章第五部分《从睡虎地秦简看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产生》，以战国晚期的简牍为依

据提出了新论：在内部控制概念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内部控制早已被人们应用到日常经济、

管理行为控制中。内部控制一般概括为五个要素、十一种方法，除电算化系统控制外，其他十种（包括组

织控制、授权审批控制、人力资源控制、会计系统控制、文件记录控制、内部报告控制、内部审计控制、风

险防范控制、实物保护控制、预算控制）在睡虎地秦简中都已经存在，虽然各种方法还处在比较原始的发

展阶段，但却可以认为在秦国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内部控制已经存在。通过分析可见，秦国在社会经济

生活各方面不仅存在内部控制制度，而且已经法规化，某些方面较《周礼》体现的内部控制有所发展和完

善，所以李教授认为，内部控制的产生不迟于“秦简”。这一创见论证严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七章还对审计史料与统计史料进行辨析，指出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第一卷第二章引用

《商君书·去强篇》“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国内仓库和人口数字），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

官士之数，以言说（说客）取食之数，利民（商人和工匠）之数，马牛刍槁之数。不知国之十三数，地虽

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被侵削）”、第三章以三页篇幅引用尹湾汉简《集簿》，并把两者都作为审计内

容，这一做法值得商榷。李教授认为尹湾汉简《集簿》内容有机构、官员，人口（男、女、老、幼）、田亩、

种植、财政（赋税）钱粮入出总数，是典型的统计年报，商鞅“十三数”也是统计的重要内容，主要不是

会计内容，因此不应把对统计报表的审查称为审计。

此外，李教授还在第七章对审计组织、上计制度与审计等进行研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审计史

的研究。

李孝林教授等的《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古代审计的窗户，不

仅让我们近距离了解到我国早期的审计诸多方面，拓宽了视野，而且也提出了许多审计史学研究及学科

构建方面的新观点，这必将有益于促进审计研究的繁荣，并为审计实践的演进提供有益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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